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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抑制汉传佛教和道教政策述论
李尚全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里（1927—1949）
，始终采取压制汉传佛教的政策，这和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风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兹简单论述如下：
一、汉传佛教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起点，从此最美丽的字眼就是“革命”。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只有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才能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瓶颈，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但在此时此刻，社会旧势力、旧传统、旧文化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于是在适应新社会的时代诉求下，传统文化被迫进行痛苦不堪的转型，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激进主义者成为时代英雄，而改良主义者受到人们的诟病，与封建主义有亲缘关系的佛教和道教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无神论思潮兴起，蔡元培在1917年写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发表后，启发新青年用理性来反思宗教问题，尤其是少年中国学会在1920年举办的系列宗教讨论会，就“人是否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新文化学者们普遍认为，宗教作为历史的产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它原有的社会功能，亦可由其它东西所取代。在“五四” 运动的催化下，很快的由理论上的批判，演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宗教行动，以“非基督教运动”的形式浮现于社会运动层面。

在经过“五四” 运动洗礼的新青年眼里，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是一路货色，佛教、道教与封建主义是一丘之貉。尽管非基督教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少数学者——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的反对，他们公开发表《信仰自由宣言》，反对攻击基督教。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学者均反对宗教，支持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反宗教运动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从外交的角度考量而平息了下来。
在1922—1927年的全国范围反宗教的社会运动和国民革命中，汉传佛教被判为封建迷信，成为民主和科学的对立面，是国民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1927年，“基督将军”冯玉祥统领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以打倒封建迷信为号召，公开消灭河南佛教，没收白马寺、少林寺和相国寺等寺院的庙产为军饷，勒令30万僧尼还俗。
面对国民革命消灭佛教的残酷现实，湖南民众佛化协会开始用“革命”的词句来自救，提出了“佛法不是宗教”、“拥护佛法即拥护革命”、“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精神努力革命”等口号，湖南僧人晓观、开悟等干脆集合僧众千余人参加国民革命军，而占据湖南的封建军阀唐生智与冯玉祥信仰基督教相反，他信仰佛教，但以传承日本世俗化佛教的顾子同（法名净缘）为老师，在军中大肆渲染日本世俗化了的佛教，消灭湖南汉传佛教，枪杀武汉佛学院高才生素禅（又名漱芳），强行霸占庙产，在湖南推行日本式的世俗化佛教
。

江浙地区是明清以来的汉传佛教中心，虽然在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中沾了点“本土”的光，再加上江浙佛教新僧伽领袖太虚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为密切，以及蒋介石母亲和原配夫人信仰佛教的关系，比两湖和河南的佛教徒幸运得多，躲过了一场灾难，正如印顺编著的《太虚大师年谱》所说：

大师抵雪窦，与蒋氏长谈竟日。因相偕（及吴礼卿，张文白）游千丈岩。……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

但江浙佛教并没有从此获得新生，仍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过与政治强人蒋介石拉上了关系，得以苟且偷安而已。
二、国民党政府抑制江浙佛教政策的出台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以后，很快平息了“非基督教运动”，但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又和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掀起了新一波“庙产兴学”运动。薛笃弼有丰富的用强权剥夺庙产的经验，他在1927年就和冯玉祥用强权剥夺过河南佛教庙产，迫使30万僧尼无寺可归，流离失所，而邰爽秋刚从美国考察教育回国，适逢国民政府设立“大学院”机构，任命反对宗教及宗教教育最卖力的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于是“非基督教运动”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在运动结束后变成政府行为，大学院陆续出台各种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充任；董事会成员中中国人名额须过半数，外国人不得成为董事会主席；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在1929年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上，又通过取缔非中国人设立小学的决议案，小学必须完全由中国人开办和管理。8月，教育部又颁布规定，将校董会的外国人成员减为三分之一以下，小学完全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及后，福建省首先禁止在初中开设宗教选修科，理由是根据政府的课程编制，初中并无选修课程。此举后为教育部认可。换言之，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内，不得设有宗教教育。这样一来，基督教不但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吃了大亏，就是在“基督化了的国民政府”里也没有便宜可沾，并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失去了人缘，胡适、陈独秀、张君劢、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人都否定基督教继续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他们要用“主义救国”，于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浮现在中国社会的桌面上。

就在基督教在1920年代遭到教育界普遍的冷遇和白眼的时候，汉传佛教却博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但问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一届“基督化”政府，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人都信奉耶稣基督
，现在教育界要“去基督教化”，必然对基督教怀有好感的政府官员和少数知识分子来说，又造成了新的“心理失衡”，为了弥补这种“心理失衡感”，他们主张要用汉传佛教和道教丰厚的庙产来兴办教育。“基督部长” 薛笃弼认为： 

耶教亦宗教之一，固不敢谓其尽善，但耶教徒踪迹所至，不惮梯山航海，披荆斩棘，冒险猛晋，或设学校，或设医院，虽极荒秽之区，一经彼教整理，即可变为净土，极顽固之俗，一经彼教诱导，即可逐渐改良。所以我国之信耶教者，妇女多知放足，儿童多能读书，是其明证。其组织之严密，愿力之宏毅，事业之伟大，成绩之卓越，与年均进，尤堪警异，而其国势力亦随其宗教而膨胀
。

就汉传佛教界的现状而言，薛笃弼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汉传佛教自清朝以来，经忏佛事为信仰主流，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但作为国家的宗教政策，不能因此而有此轻彼重的差别，应该一视同仁。薛笃弼和邰爽秋一唱一和，步张之洞的后尘，在南京制定出了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想把汉传佛教置于死地，借用手中的立法权，制订、颁布了一系列抑制汉传佛教和道教的政策法规，兹表列如下：

   表一：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压制汉传佛教、道教的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颁布实施时间

	《寺庙登记条例》
	1928年9月2日

	《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
	1928年9月22日

	《神祠存废标准》
	1928年10月

	《寺庙管理条例》
	1929年1月

	《监督寺庙条例》，取代《寺庙管理条例》
	1929年12月

	《令禁止幼年剃度》
	1930年

	《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
	1932年9月

	《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取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
	1935年春

	《寺庙登记规则》及表格样式，取代《寺庙登记条例》。
	1936年1月4日


   资料来源：郭华清：《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论析》，[广州]《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在这里，仅以1929年1月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为例，说明汉传佛教界的反弹情况。常惺首先在厦门呼吁“僧界救亡的一个新建议”，大醒也在厦门主办的《现代僧伽》杂志上发出庙产兴学的呼吁，太虚在杭州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
，仁山、圆瑛或以个人名义，或以联名方式向国民政府陈说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以政府强权剥夺佛教庙产，迫害僧尼的违法行为，迫使“内政部部长赵戴文在国务会议上提议缓行、修改《寺庙管理条例》。同时，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将《寺庙管理条例》转交立法院详加审核，赵戴文本人也愿到院陈述意见，并且提议未经修正公布前，由部转行各省维持现状，将条例暂缓施行，俾免纠纷”
。

在汉传佛教界的反对、请愿、呼吁浪潮中，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佛教为汉、满、蒙、藏等多数民族的信仰，“摧残佛教，无疑摧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并动摇边疆民族向心力”，
再加上1922至1927年长达5年之久的“非基督教运动”刚刚平息，如果因庙产兴学问题再引起全国范围的反本土宗教运动，结果吃亏的肯定是国民政府，——反佛教而导致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造成民族分裂的严重后果；继续反基督教有可能引发帝国主义对国民政府的战争，甚至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两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国民政府都不愿意看到，不得不向民众表明国民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兹录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第64号训令为佐证：

据本府秘书处转陈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开：“案准贵处函，奉常务委员交下张委员之江，钮委员永建，为请求实行信仰自由，取消反对基督教及反对各教等口号提案一件。奉谕送中央党部，转抄同提案，函达查照，等由；准此，查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三次会议，关于伍委员朝枢提出上海余日章等，请求保护宗教一案，曾经决议咨国民政府训令民众不可误解，打倒帝国主义，而以排外排教之性质，利用任何势力，压迫和侵害中外人民信仰之自由等语在案，是本党对于信教自由，已由明白之主张。凡关于宗教事件，自可查照该决议案办理，似无再行核之必要。准函前因，除函复政治会议外，相应函复贵处，即希查照，转陈为荷；等由。理合转陈鉴核”等情。据此，除分行外，合行抄发原稿提案，令仰查照办理，并转饰所属，一体知照，此令。

南京国民政府这个训令虽然缓解了对汉传佛教权益的侵占，对薛笃弼和邰爽秋等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又促成内政部颁布《寺庙管理条令》21条的实施，主张寺庙应按财产的多少，自行办理各级小学、补习学校、图书馆、公共体育场、救济院、贫民医院、贫民工厂、合作社等，寺庙废止时，其所有财产应由所辖县市政府或地方公共团体保管。此条令一出，再加上全国性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各地土豪劣绅、落伍军阀以兴办教育、慈善、公益事业为借口，将地方寺庙强行接受，全国汉传佛教徒顿时感到存亡在旦夕之间，太虚、圆瑛、谛闲、王一亭等在1929年4月12日在上海成立“中国佛教会”，抗议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令》，迫使国民政府在5月25日在立法院第27次会议上重新草拟《寺庙管理条令》，并在12月7日宣布废止《寺庙管理条令》21条，重新颁布《监督寺庙条例》13条。
1931年5月,罗桑楚臣等58人又乘胜追击，在国民会议上联名“提出保障汉蒙藏佛教徒约法所许可之权利的提案”
，迫使国民政府在1931年8月1日，不得不通令全国：“以后无论军警，以及机关团体个人等，如有侵夺占用佛寺僧产者，概依法律办理。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掀起的庙产兴学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基于上述，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13条，虽然仍然有宗教歧视的时代特征，汉传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藏传佛教没有取得平等待遇，但把政府用强权消灭汉传佛教和道教的政策改变成让佛教和道教自生自灭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国民党人眼里，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和甘肃、新疆等省的伊斯兰教牵扯到民族问题，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关系到列强的传教问题
，以及国民政府与列强的外交关系问题。所以国民政府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可以说，无法可依。
三、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寺庙条例》13条，是一项欺软怕硬的宗教立法，扶持少数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抑制汉传佛教和道教。从这项宗教立法过程来看，国民党人开始从外交、民族和国统区的民众运动诸多方面来探索宗教与现行政治的关系，对不同的宗教采用不同的宗教政策，虽然有宗教歧视之嫌，但也不敢藐视全国性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和汉传佛教界抗议活动，为了使二者矛盾冲突尽快平息下来，被迫出台了压制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监督寺庙条例》，对庙产依法保护，既有其历史进步性（依法管理本土弱势宗教），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放纵强势宗教）。

� 指的是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所谓“统治中国22年”，实际上指的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时期，如果以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标志，以1949年4月23日共产党占领南京为标志宣布结束，则正好为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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